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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旨趣角度，无论是在其首倡者美国政治学家伊斯顿[1]那里，还是在布莱克维尔政治制度百

科全书[2]中，抑或在国内较早开始政治生态研究的著名学者[3]看来，作为相对于自然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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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的利益关系基础上，社会成员通过社会公共权力确认和保障其权利并实现其利益的一种社会关

系”[1]，那么，指称一种应然理想的政治状态，政治生态的研究旨趣的确代表了一种以类似自然生态的

概念和理念解释政治现象的研究范式诉求，顺应了人类政治深入发展的客观现实诉求，体现了人们对

运行有序、充满活力、治理有效的良性政治状态诉求。本文在借鉴前人和学界研究成果基础上，试图

立足中国语境，探寻政治生态重构逻辑，以期在学理层面推进研究的进一步深化。

一、政治生态变异问题的提出

有学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以来,“政治生态学”研究范式就是旨在对“地方世界”中环境变迁及

其生态、经济、社会与政治后果进行认识性描述和批判性分析,建构了“自然-社会-政治”的分析框架,
赋予了生态人类学以地方经验回应全球性环境问题、参与发展与社会变迁等更具普遍性议题讨论的

能力[2]。更有学者提出，生态学要求更深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比如“历史唯物主义是人类的

生态学”[3]。今天考察政治生态，从实践发展看，有两个方面必须正视：一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思想成

果、制度成果、实践成果为标志，党内政治生态建设取得重大进展；二是党内政治生态不仅尚未实现预

期要求，尚未达到“全面净化”、“风清气正”这一理想状态，而且存在着诸多变异现象。作为一个陈述

性、中立性术语，变异即为变化差异。在此，我们将其作为一个分析工具引入政治生态研究，指称政治

生态随着环境变化而出现的结构失衡与意义偏差。变异虽然源自生物学概念，但在生物学意义上，变

异是进化的条件之一，而且这种现象并不局限在生物界，相反也普遍存在于自然、人类社会和人类思

维领域。在社会学、政治学意义上，部分学者也曾借用变异来指称某种异常现象。据熊茵博士考证，

信息变异虽然并不是个严谨规范的概念，但信息变异在情报学、翻译实践以及供应链管理等三个领域

有所涉及[4]。齐卫平认为，政治原生态会由于新情况新问题而出现变异现象，并提出了政治生态具有

修复和创造双重特征[5]。

立足中国语境，置身当代中国迈向强起来的新时代，研判政治生态的建设现状，以重视政治生态

污染治理、突发事件应急管理为代表的末端治理思维与政治生态问题及其治理的复杂性极不适应，在

思维上有待实现现有的偏重管制的管理思维向“共同的政治信仰导引下的多主体共治”的治理思维的

转向；研判政治生态的发展走向，在实践上有待实现现有的偏重政治体系、政治状态自身治理向“政治

生活与政治文化相结合的全要素治理”的拓展和深化；研判政治生态的时代价值，政治生态已经日益

上升为时代进步、民族复兴和人民美好生活的基本必需品，政治生态在生成、形态、价值等方面发生快

速变化。有研究者认为当前政治生态存在从崇拜权威到解构权威、从政治神秘感到政治戏谑、从政治

狂热到政治冷漠、从政治迷信到政治不信任、从现实政治参与走向网络政治参与等问题[6]。尽管学者

的概括和



政治生态变异分析与重构逻辑

2017/6江苏社会科学· ·



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

江苏社会科学 2017/6· ·

求。同时，政治生活的实践性和日常性又决定了党内政治生活必须高度重视作风建设，这应成为严

肃党的政治生活的切入点。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

不仅将党内政治生活表述为思想建设活动等十二个方面，而且十分具体地指出了以理想信念不坚

定等为代表的一些突出问题。审视现有政治生活方面出现的种种变异表现，其根子在于理想信念

为代表的政治性的淡漠。

3. 直接原因在于政治文化的先进性有待提升。政治的属人性与为人性本质决定了政治文化是

政治生态的底色和灵魂，也是政治生态被污染和失衡的直接原因。对于政治生态而言，无处不在、

无时不有的条件和土壤就是政治文化。按照帕森斯结构功能论，文化系统的价值取向也决定着社

会追求的目标，一旦文化结构与目标同社会结构或制度化手段之间发生抵触或脱节，社会就会出现

失范甚至越轨行为等严重后果[1]。建党以来，我们党逐渐形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

进文化为主要代表的党内政治文化体系，这是党的事业不断取得胜利的精神支柱，也是政治生态的

思想基础。但政治生态的种种变异表现最为直接的原因，都可以从政治文化存在的问题上找到答

案。原因在于现实政治文化建设的内外环境依旧不容乐观。首先是政治文化的西强我弱格局的长

期存在，使得西方政治文化的渗透容易得手。“对一个传统社会的稳定来说，构成主要威胁的，并非

来自外国军队的侵略，而是来自外国观念的侵入，印刷品比军队和坦克推进得更快、更深入”[2]。我

们不否认西方政治生态蕴含的民主、法治、平等、公平等价值理念,但西方政治文化、政治制度、政治

伦理特别是资产阶级的政治价值观也不同程度地对我国政治生态造成了很大的冲击，有时甚至是

破坏式和颠覆性的。其次是全球化、市场化、信息化的深入发展，特别是网络社会的来临和发展使

得西方政治文化的入侵更为便捷，各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西方政治文

化借助网络空间传播对于青少年的影响不可轻视。再次是传统政治文化具有的强大的历史惯性，

使得庸俗甚至腐朽的封建政治文化依旧大有市场。我们党强调要以党内思想道德建设为重点强化

党内政治文化建设的科学性就在于此。

三、政治生态的重构逻辑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整体性思想，还是现代解释学的整体观；无论是强调部分之于整体价值的结构

主义、重视整体之于部分价值的本质主义，还是作为对新公共管理运动产生的“碎片化”问题进行战略

回应的整体性治理方式，整体性指称和揭示了客观事物的基本存在方式，对整体性治理的诉求是其基

本治理方式。总之，立足当代中国语境，政治生态变异的表现多样，原因多元。作为政治发展的综合

性范畴和整体性平台，政治生态在理论形态、历史方位、现实样态、价值承载等方面具有的系统性内

在，要求我们从整体性视阈进行审视。遵循政治生态的整体性特质，我们将尝试性从理论、历史、现

实、价值四个方面提出重构政治生态的整体性逻辑。

1. 理论逻辑揭示的是政治生态重构的内在规律性。尽管国内外学术界关于政治生态的理论建构

取得很大进展，但当代中国政治生态的本土化理论体系远未形成。借鉴国内外现有成果，可以从逻辑

起点、基本蕴含、构成要素与理论基础四个层次进行政治生态理论逻辑的把握。在学术讨论的意义

上，符合研究对象逻辑起点的，应当具备三个基本条件，即现实存在状态上的基本性和普遍性、历史起

点上与研究对象的一致性和吻合性、核心概念蕴涵上的深刻性和丰富性。没有超越现实政治状况的

[1]刘润忠:《社会行动·社会系统·社会控制：塔尔科特·帕森斯社会理论述评》，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8-19
页。

[2]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1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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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